
政事·身份·家道：唐代李复治理容州的历史书写

杨天保

　　摘　要：皇族李复治容的事迹本末，详载于同僚李牢草拟、史官于邵撰定的石刻碑文《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

刺史李公去思颂》。 然而，《旧唐书》本传既隐没其治事，十者存一，令其治疆政绩不彰，又与后来的《新唐书》《资治

通鉴》一起贬抑武将身份及武将世家的政治作为，共寓“债帅”之讥。 五代北宋“义理化”的正史叙事整体偏离“节
帅”治边之“信史”，它是唐宋以降新兴参政士人建构“崇文”合法性的书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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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界对历史书写的研究日趋高涨，中外

学者将史料批判、史学分析和文本考古等引入传统

历史编纂学，通过系统辨析“历史三调”（经历、事件

和神话） ［１］ ，深入洞见史相与史实、权力与文本的逻

辑关系，更具理性地揭露出历史书写主体与客体的

互动。 学者指出，“人类的历史”都“可以在它已经

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 ［２］ 。 其中，边疆地

区的历史书写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古代王朝国家总

体上皆主动采用民族历史书写范式［３］重建过去，积
极谋求中央与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 ［４］ ，最终以

文化形式实现边疆整合［５］ 。 不过，古代围绕 “边

疆—内地”一体化主题的多种历史书写，在表达王

朝国家的意志和书写者政治诉求的同时，它们更映

照出不同时代认知边疆的先后进程，以及治边策略

上的选择差异。 以下，选取唐代李复治理容州事例

及其历史书写，略作分析。

一、石刻文《李公去思颂》与
《旧唐书》记事差异

　 　 唐代初年，《十道志》成书。 其“岭南道”书写的

容州“图像”，据宋代《舆地纪胜》辑其佚文，大体就

是：“夷多夏少，鼻饮跣行。 好吹葫芦笙，击铜鼓，习
射弓弩。 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布。 不习文学，呼市为

墟，五日一集。 人性刚悍，重死轻生。” ［６］ 人口构成

与中原殊异，少数民族众多，且生计习性爱好独特，
故其地方治理显然不能因循旧例，更不可完全照搬

内地。 而且，唐代在岭南地区的边疆治策，已经设计

出要州与边州、要府（要冲都督府）与边府（边疆都

督府）的制度差别［７］ 。 如果说，邕府重在开拓前沿

疆土，抵御外敌，是“助推器”或“桥头堡”；那么容府

就是“稳压器”或“镇河塔”，职责就是保障战略后

方［８］ 。 要之，治容既力主地方创新又关系家国安

全，非一般者所能为之。
李复（７３９—７９７），字初阳，是唐代淮安王李神

通（５７６—６３０）的后人，先后任职江陵县令、饶州刺

史、苏州刺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 贞元二年

（７８６ 年），李复南下岭表，在边地代理治权。 一是

“皇族进边疆衙门”，身份鲜亮且血统“高贵”，引人

关注。 二是汉唐时代，武将家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

的主角。 于是，身为“节帅”，他将武将世家文化融

入岭南边政，进而推动地方政治发展，亦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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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知人论世。 清初汪森《粤西文载》录载

《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可一睹

其治容史。
据此千字颂文可知，来容州就职后，李复“亲帅

其下，以抚吾人；慰藉伤痍，安集疲耗”，主要是做了

１０ 件事：一是“惧货贡之阙，至助之以家财；悯徭事

之繁，至代之以私属”；二是“选武艺，归老疾，罢减

塞卒四千余人，以趋农时”；三是“率浮堕，辟污莱，
开置屯田五百余顷，以足军实”；四是“舍寇贼之为

缧囚者，释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犷以顺”；五是

“禁人民之相掳卖者，执而诛之，以去其害，而童昏

以安”；六是“常岁有灾，滥炎而连烧于庐舍，公创其

制，以御其郁攸，而邑居以葺”；七是“旧俗多怨，睚
眦而致毒于饮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乡党以

和”；八是 “树板干而启闭毕修，列亭燧而厄害斯

控”；九是“差重轻以行征令，无不均之讥”；十是“量
远近以纳贡职，无不供之责，人用富庶，家有储

峙” ［９］ 。 此石刻碑文总体追忆、描摹出李复刺郡容

州的一般史相———边地治政，卓有宦绩。 当代人刻

写当代史，“使贤士大夫之事业，不没于后” ［９］ ，希
望有利于地方记忆和后人参考。 不过，后晋宰相刘

昫主修《旧唐书》，在卷一百一十二《李暠传附李复》
中对其容州治迹用墨颇少：“先时西京叛乱，前后经

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
（李）复乃令访其亲属，悉归还之。 在容州三岁，南
人安悦。 迁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

使。” ［１０］３３３７《去思颂》列出的整整 １０ 件大事，结果

却只有第 ４ 件释遣“缧囚者”，与归还“没为官奴婢”
者的正史叙事略有关联，而对于货贡纳贡、徭事行

征、罢减塞卒、开置军屯、禁民掳卖、葺居造庐、革除

旧俗、完善交通等多方面的疆埸创制与治理发明，正
史皆弃之不顾。 于是，李复死后才百余年，世间就已

无完整的李复治容史。

二、“债帅”：官方建构
李复治容的另一史相

　 　 贞元十二年，李复加官检校左仆射，次年逝世，
皇上为其治丧，废朝 ３ 天 （比其父李齐物还多 ２
天），且“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谥曰“昭”，显然

位列一代名臣。 不过，《旧唐书·李暠传》在最后总

评其人，曰：“（李）复久典方面，积财颇甚，为时所

讥。” ［１０］３３３８看来，独断一域，以权谋私，大殖家产，
财源广进，终成富甲一方的大贪官，这又是李复刺郡

地方、节镇岭南的另一史相。
《旧唐书》如此书写节帅，尚可在本书其他的列

传中寻到些原委。 例如，卷一六二《高瑀传》说：“自
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 凡命一帅，
必广输重赂。 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

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 及（高）瑀之

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

矣！’” ［１０］４２５０可知，其叙事逻辑就是：唐代大历官

场，节制除拜，率皆“贿选”。 时局政风如此，其中的

每一个个体，自然在所难免。 虽然此处行文并没有

指名道姓，直说李复一如高瑀“得镇”，但遭逢此际，
以皇族和将门双重身份出掌地方重镇的李复，他个

人的仕途史正好可为史官书写、抨击此般政治丑象

提供绝佳“注脚”。
进入北宋后，此一说法再度引起关注。 先有欧

阳修《新唐书·李复传》予以重复，曰：“（李）复更方

镇，所在称治，然颇嗜财，为世所讥。” ［１１］３５３３ 作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氏文史等身，他以“嗜财”新
语，调换了《旧唐书》所不齿的“积财”行径，将前人

颇具情感色彩的表述，正式上升为对官员心性道德

的内在检讨。 其中，后者从行为活动层面转向人性

论，亦足见强大的话语霸权。 接着，司马光继续将此

话题纳入《资治通鉴》，他说：大和元年（８２７ 年）夏

四月“丙辰，忠武节度使王沛薨。 庚申，以太仆卿高

瑀为忠武节度使。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
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与富室，以赂中

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

以偿所负。 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瑀代之。 中

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 ［１２］７８５４司马光以前朝

唐史为鉴，继续演绎“债帅论”，为古代中国政治建

构出一个反腐新概念———“债帅”，专指那些先向巨

富奸商借债，贿赂军方（而非宰相），俘获地方重职

和治权，任职后再敛剥所部之民，偿还借款的节镇府

帅们［１３］ 。 这样一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春
秋笔法”和史家批判思维，的确有资于北宋治政和

德育建设工作。 在司马光犀利的笔锋下，忠武节度

使王沛只能算是一位“末代债帅”。 因为在一个连

续不断的李唐“债帅”人物谱系里，李复的政治定位

问题，实不言自明！
实质上，一是后人始终都没有看到相关文献，明

载李复敛财有方，以权寻租；二是也未出现同时代的

人物，讨论、揭发或指证他生活不检，贪财爱物。 相

反，一则极易翻阅到手的唐代石刻文《去思颂》中，
单就记录的第一件治事而论———“惧货贡之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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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以家财；悯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属” ［９］ ，就能

说明问题。 李复能主动拿出自家的私财私属，去弥

补地方纳贡、服役之不足，以充李唐国用，普天之下，
唐宋能有几人？ 所以，一旦对此充耳不闻，转而去谋

求新的意义建构，还谈什么书写和记忆，谁又能说这

样做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就《去思颂》的文本生成而论，它先由州衙同僚

“岭南经略使判官、权知容州留后事监察御史里行”
李牢草拟，后送往京城，由著名史官于邵撰定［９］ ，都
是遵照当时规章制度办事。 虽然李复、李牢既同姓

同乡又同衙共事，私人交情深厚，但王朝国家礼制马

虎不得。 加之递转于多个部门，逐级上报，人繁口

杂，若其记述评论稍有不实，则必遭时人非议，甚或

为生前政敌抓住把柄，酿构些文狱之祸。 更不用说，
它最终还要刻入石头，留昭后世。 所以，这篇千字

文，虽为死者讳，前前后后的书写主体难免多有溢美

之词，但它在当年顺利通过各类审查，最终成为正式

的官方文书，于事、于情、于理、于法，皆是合理合法

的产物，也是后人值得尊重的“信史”。
可以说，在唐宋之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赵宋一

代，崇文抑武，一是制度层面上，派文臣进士做地方

知州，士大夫参政恒有保障；二是价值层面上，汉唐

尚武精神已日趋不彰［１４］ 。 因此，揭批、检讨历代武

人的治政史，营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文

治政新局，已属北宋欧阳修、司马光等“宋学家们”
建构新政治文化最需用功和努力的地方。 于是，借
助以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正史书写范式，在重建过去

中巧妙“参与过去”“协商过去” ［１５］ ，自然就是最方

便可取的策略。 而且，一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
所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

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

其史。 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１６］ 伴随着汉唐

武将世家逐次衰败，从政治中心位置走向边缘

区［１７］ ，后世对于武将世家的身份认同与历史书写，
也在批判和质疑声中，同样走向沉沦！

三、唐宋转型视域下武将世家的历史
书写：从《李齐物传》到父子“合传”

　 　 据正史载，李复是监州刺史、灵州都督李孝节

（清河王）的曾孙，弘农郡太守李璟之孙，“充太原已

北诸军节度使”李暠之侄，“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

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
“加充管内河中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李

国贞之堂侄，“历任怀陕二州刺史”，“晚年除太子太

傅兼宗正卿”李齐物之子。 所以，家族累世为官，代
代皆具政治作为。 《旧唐书》评价这一高门大族，
说：“皓，孝友清慎，居官有称；齐物贞廉整肃，复节

制权谋；国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翘

楚。” ［１０］３３４７－３３４８赞誉极重。 这段评语也大致勾画

出李氏家族治政的初步镜像：从李神通以下，这个皇

室贵族已是宗室榜样，个个都能主政一方，贡献甚

巨。 而且，贵而不骄，远离侈靡，颇多清廉习气，他们

为家族积累出一份贵重的象征资本。
至德元载（７５６ 年）唐肃宗李亨登基后，李复之

父李齐物（字道用）“拜太子宾客，迁刑部尚书、凤翔

尹、太常卿、京兆尹”。 内外朝政，已多参与谋划。
就治政风格而论，《旧唐书》说李齐物，“无学术，在
官严整”，“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于物少恩，
而清廉自饬，人吏莫敢抵犯” ［１０］３３３６－３３３７。 后来，欧
阳修《新唐书》进一步论曰：“性苛察少恩，喜发人

私，然洁廉自喜，吏无敢欺者。” ［１１］３５３３总之，李齐物

身为朝廷重臣，坚持廉洁自律不说，还拼命揭发贪官

污吏的丑行；在刑部处理案件时，常常不讲情面，据
事论罚，近乎于刻薄寡恩的法家作风。 新旧“唐书”
如此记事行文，显是不赞同“以察为能”“喜发人私”
的李氏为官哲学。 这之中的缘由，同样是唐宋转型

之际，儒学复兴浪潮汹涌，身份认同剧变，史学日趋

“义理化” ［１８］ ，正史书写者在“内圣”“外王”的价值

选择上，意有所属———坚信传统儒家以王道胜霸道

的为政之道，少谈军功之类的经世致用；讲究以礼治

政、以仁养德。 所以，身为上级，李齐物理当“廉而

不刿”，尽力彰显出参政之儒的风范、体量、胆识和

仁慈，体恤下情，为下属同僚周旋护短、掩恶扬善；甚
至于变通制度，法外施情，也要维系好衙门的和谐政

治生态。
研治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者，今天大体都持有

一种“外儒内法”的说法［１９］ 。 简言之，它是一种杂

合“德治”和“法治”的古代统治策略，也是中国传统

政治的基本内核。 但是，历代王权外示仁政，内崇法

典，它主要还是针对稳定基层秩序来讲的。 古代

“治民”与“治官”的治理对象、场域及理念方法，各
不相同，且自成一套体系。 其中，在管理自身的官僚

系统时，因“刑不上大夫”的遗传深厚，故“内法”大
体仅具虚文。 由此，唐代刑部尚书李齐物的可贵就

在于，以李家皇族利益为重，自主选用文人士大夫所

不屑的法家理念，将衙门官场与基层社会等而视之，
不留情面。 但这样做，他就忽视了“民”与“官”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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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区别，必然引起同类的不满和批评。 在强调心性

道德的“宋学”视域下，他如此治事理政，实属偏离

儒家正道。 除了被斥为“无学术”，其人其事自然更

不具备记忆与书写的合法性价值！
天宝五载（７４６ 年），李齐物因得罪权相李林甫，

被贬为竟陵太守（今湖北省天门市），但“谪宦”仍旧

不改往昔的法家举措。 李齐物一到任就下令：“官
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驾蹶

弛者， 未至之前， 一无所问； 而今而后， 义不相

容！” ［２０］３９２３－３９２４旗帜鲜明地要与“簠簋不修”的贪

官污吏斗争到底。 难怪他最后离任时，竟陵“老幼

遮拥，不得发者三辰” ［２０］３９２４。 上元二年（７６１ 年）
五月，李齐物卒，皇帝辍朝一日。 当时朝廷草诏，曰：
“宗室珪璋，士林桢干；清廉独断，刚毅不群；历践周

行，备经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弥彰；三尹神州，一登

会府；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遂令调护

储闱，再登师傅；从容宾友，师长官僚；桑榆之时，壮
志逾励；松柏之性，晚岁常坚。” ［１０］３３３７看来，对于这

种特立独行、刚毅不群的宗室鲠直大臣，当朝皇上还

是眼光独到，同僚眼中的异类奇葩，对于朝廷可就是

一份可贵的政治财富。 在满口仁义道德的汉唐儒家

官僚系统中，放养出这种不受欢迎的法家型 “鳗

鱼”，有便于刺激百官，好让那个慵倦的陈旧系统继

续保持一份紧张度和警惕感，进而促使王朝国家行

政力的整体提高和运行机制的鲜活不衰。
另，父子“合传”，这是中国正史书写的传统体

例。 如此设置，目的之一就是促使读者为李复治容

找寻家族渊源。 例如，《旧唐书》称：“皓发人阴私，
齐物积财兴议，国贞急于操下。” ［１０］３３４８言下之意就

是两代同款，上梁不正下梁歪，李复由“节帅”沦为

“债帅”，是家族基因在起作用。 这一书写建构，足
见后世文人运笔的深意。 又如，新旧“唐书”宣扬

“以察为能”“性苛察少恩”等上代治政风范，它自然

就为其后代以法家理念镇边的政治选择，预置了总

背景。 不过，《去思颂》已直接提供了反论：“明足以

照遁情隐慝而不为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而不为

苛。” ［９］所以，真实的李复治容史，是在唐代武将家

族背景和父教熏陶下，“洪绪丕绩之余裕，宏休纯懿

之下钟” ［９］ ，宗室后人李复却出落得非同往者———
“宽博而柔良， 高明而疏远， 根于经义， 饰以艺

文” ［９］ 。 彰显出唐宋转型进程中个体生命的选择变

动。 生长于武将世家，但他又能与时俱进，越出家道

传统的限定，长出新意。 所以，代际变化，才理当是

父子“合传”的书写要点。

据章炳麟《原学》考察思想生成发展的逻辑来

看，李复治容的成功，是李唐“政俗”、武将世家传统

和个人“材性”综合发展的总结果［２１］ 。 一方面，“一
把手”的威重与吏治是其长，故“亲帅其下”，把好边

地“衙门关”，以身示范，由己及人，促成官场上下一

心务政，从“吏道”朝向“政道”，最终吏清政成。 李

复的这一治边逻辑，也刚好接近了古代边疆政治发

展的核心———无德不边，治边首重吏治。 一旦吏风

不振，信仰迷失，它即刻动摇民心，激化民族冲突，甚
或引入外来侵略势力，分裂祖国，点燃战火。 所以，
边陲社会始终就是一块道德试金石：守不住贫穷，耐
不住寂寞，把持不住心性，炼就不出清廉的内骨、胆
识和人格，就不配做边疆大臣！ 远在边陲的广西，实
质就是王朝国家的一片理想型德育场域［２２］ 。 《旧
唐书》作者受限于“斯文”立场和身份情结，尊儒讥

法，结果就无法对于武将李复治容的政治遗产———
边疆德治贡献，予以深揭。 另一方面，李复虽然将武

将世家文化带入岭南，但通过具体的治容实践，主体

性已多新发展。 《去思颂》说：“而后至是州，恩结于

人，功加于物，必闻理效而兴颂声。” ［９］ 与其父辈相

比，他不再整天在衙门里板着脸，到处找别人的缺点

和过失，让人见而避之，绷紧了同衙的共事关系。 相

反，儒法兼修，他转而采用文人士大夫的德育方法

论，“恩结于人”，修好人际关系，积极营建边疆衙门

组织。
另外，父亲李齐物不结党营私，不同流合污，

“刚毅不群”的法家参政风骨，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

个不谙人情世道的铁心汉。 相反，竟陵太守任上，他
慧眼识英，在地方乐队的教席中，结识当地人陆羽。
据《陆文学自传》载：陆羽“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
如、子云之口吃，而为人才辩，为性褊躁，多自用意，
朋友规谏，豁然不惑。 凡与人宴处，意有所适，不言

而去。 人或疑之，谓生多嗔。 又与人为信，虽冰雪千

里，虎狼当道，不愆也。 上元初，结庐于茗溪之湄，闭
闾读书，不杂非类。 名僧高士，谈燕永日。 常扁舟往

来山寺，随身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
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
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

今之接舆也。” ［２０］５０２８－５０２９本来就是个“不正常”的
异人。 但是，据周愿《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三感说》
称，李齐物竟然“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于是汉

沔之俗亦异焉” ［２０］７０１５，简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除了拿出自己秘不示人的珍贵诗文集，亲自传授文

学，让其乡土粗野之气日少之外，还忙着把他推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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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门山（今天门市佛子山）邹夫子处学习深造。 借

此援助，陆羽遍读圣贤书，完全脱胎换骨，一改往昔

怪癖，“百氏之典学，铺在手掌，天下贤士大夫半与

之游” ［２０］７０１６，为其日后成为“茶圣”，奠定了基础。
正是李、陆二人有了这一段真挚友情，于是，

“生于守之日”的李复，长大后去做容州刺史时，“茶
圣人”就以酬恩之故，与周愿（亦为岭南节度从事）、
马总等人一起，主动南下“佐公之幕” ［２０］７０１６，一定

要亲自跑到容州，去做李复的幕僚。 所以，非是父辈

广结善缘，非是上代交情深远，何至于此！ 正是有了

陆羽这帮“岭南节度从事”们的参与，李复治政边疆

显然又有了更多新资源及其新故事。 所以，前人栽

树，后人摘果！ 传统权势之家广植门客、幕僚或私

属，荫庇了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它就为后人李复

治容理政提供了更多支持。 换言之，如此书写父子

“合传”，它才能赋予一种新的历史价值。

四、“政道”与“吏道”：
“节帅”治边的历史审视

　 　 《旧唐书》评价李复之政，说：“复晓于政道，所
在称理。” ［１０］３３３８若就《去思颂》所载 １０ 件边疆治事

而论，这一总评还算有文可征：选武艺、开屯田、纳贡

职也好，树板干、列亭燧、行征令也罢，它们都是节制

镇边、以军事为重的必然选项。 但《旧唐书》单凭归

还“没为官奴婢”者一事，就断然作出“晓于政道”的
评议，既显苍白，又言过其实。

唐朝政府打击豪族大户，解放奴隶，清理落后的

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王朝国家增加人口和劳动力，
这的确是唐宋社会转型期的为政主道。 李复出身皇

族，又是将门“世家子”，能否自行将中原开始的解

放奴婢运动，南推岭表，这的确是检验“晓于政道”
的最好试剂。 甚惜的是，《去思颂》碑文“悯徭事之

繁，至代之以私属”一语［９］ ，刚好又透露出当际解放

奴隶的真实面相：李复“舍寇贼之为缧囚者，释而遣

之，以除其怨，而狙犷以顺” ［９］ ，释放岭南官奴的同

时，传统武将世家自家的主仆体系依然健在无损，只
是遇到地方徭役征发有困难，他就缩减家中杂务，抽
出些私家力量去完成国家任务。 所以，李复一方面

解放出一大批在苦难中求生的容州官奴，但另一方

面他并没有清醒地要从自家开始，先完成一次彻底

的“家庭革命”之后，再将其扩展、演绎为一场深刻

的社会革命。 个体的政治认知原本如此，仍以势家

控制人身为合法，又何敢称其“晓于政道”？ 充其

量，他那么做也只是顺应当时官场习气而已，并不具

有政治上的自觉。 设若将其书写调整为“晓于吏

道”———以“吏道”换“政道”，虽一字之差，也许更契

合其上代重法治吏、“以威重见称”等行文中的内在

意蕴了。 其实，《旧唐书》本传开篇就说李复“精晓

吏道”“性苛刻”“皆著政声” ［１０］３３３８。 所以，历史书

写者不谨于初文，自乱章法，结果就让文本无法实现

逻辑自洽，无助于复现历史真相。
同样，欧阳修重修《唐书》，司马光为赵宋官场

“讲道授课”，仅仅依赖《旧唐书》的官方记载，结果

都犯了其法不周的错误。 身为江南地方新兴文士和

新晋的“进士公们”，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宣讲“斯
文”之道、精心建构士大夫与治权的合法性关系时，
对于汉唐武人刺郡、“节制权谋”等治理范式，自然

心存芥蒂。 但他们轻信前人言论，强调身份差异，继
续着批伐武将治边，实又真不识唐代的 “边疆政

治”。 因为传统治理边疆有其自然历史逻辑，简言

之：军事控制→政治建制→经济刑名→文教道德，国
家在场，步步为营，方能促成边疆“内地化”，进而稳

边固边、兴边强边。 一旦任意颠倒、扰乱程序及其时

空法度，则必然生隙，政道失纲。 特别是，据《旧唐

书·地理志》载：“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
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

管。” ［１０］１７１２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李唐王朝在

岭南推行“五管”之制，最显治理发明。 其中，“容
管”居其一，且紧扼海上丝绸之路，地位险要，是西

南之关键枢纽。 地方旧志载：“容介桂、广之间，盖
粤徼也。” ［２３］３７２０汉语空间概念“徼”，指向的就是边

缘区。 容州以“粤徼”（即两广的边疆）自称自诩，显
已折射出它对于置身“五管”体系的独到认知———
容州更是边疆中的“边疆”。 所以，为有效实现国家

在场和震慑境外，唐代选将治容，强调武力实边，实
有边疆治理的独到意蕴。 但是入宋后，制度革新，损
益非常，已不复昨日。 例如，史载熙宁八年（１０７５
年），交址“入寇，众号八万，陷钦、廉，破邕四寨”。
次年三月初三， “城遂陷” ［２４］１３１５７－１３１５８。 由此可

知，宋代用文改武———猝然改变唐代“都督”“军府”
体制，采用整齐划一的文臣知州、书生镇边，以扁平

化的地方治理范式取代特殊性的边疆治理样式，确
实为时过早。 边地诸州行政趋同化，但各自为营，进
一步忘却和消除容、邕等边要州郡的差异化治理史，
让旧有的整体性边防武备彻底损毁。 边疆地区一体

化的军事防备尚未成功，就忙着推行一体化的文官

政治，幻想着早日实现岭南行政的“内地化” ［２５］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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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自“熙宁安南之役”
后，安南彻底脱离藩属体系。 此情此景，相较于五代

北宋史学家们书写武将不法、讥斥“债帅”，又何其

大矣！ 以史为鉴，后世义理化史学因人论政，因其武

将身份而讥诋其政，既限定了自身的政治认知，又终

不明察于岭南“政道”，不能真实洞见古代中国边疆

治理的特殊性。

余　 论

书写生成后的文本，无论正史野谈，皆承载不同

记忆者和书写主体的权力、意志与想象。 史实、文
本、意识三者共织，建构出最一般的场域［２６］ 。 本文

选取李复治容案例，主要涉及《去思颂》 《新唐书》
《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不同文本。 它们通过书写

李复的容州政事、身份和家道等，各自致力于实现主

流叙事、强化认同和促成新的意义建构。 因此，这一

书写实践案例，实有助于剖析五代北宋史学“义理

化”的具体开展。 尤其是，相较于美国学者蔡默涵

已经专门探讨受道学影响下的“南宋史学” ［２７］ ，中
国学界重新去将“五代北宋史学”置于唐宋转型视

域下详加讨论，犹待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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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陈峰．尚武精神的沦落：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Ｍ］．西安：陕西

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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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２０１４（１２）：５－１２．
［１９］葛兆光．中国思想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６９．
［２０］周绍良．全唐文新编［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徐复．訄书详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６．
［２２］杨天保．八桂治要：从边隅到廉隅［ Ｊ］ ．广西文史，２０２３（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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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脱脱．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２５］陈季君．论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清朝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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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刘小龙．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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